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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活动分布视角的城市创新空间 

结构测度与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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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创新活动分布的视角，并借鉴国内外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划分方法，从首位度和集中度这两个

维度提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 4 种类型。以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表征城市创新活动分布，构建基于 DBSCAN 空间聚类

分析与发明专利电子地图集的城市创新活动集聚区识别方法与创新空间结构测度方法，并基于此分析全国 94 个城

市的创新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的创新空间结构整体呈现出向低首位度和高集中度演变的趋

势，但创新能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又表现出不同的创新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这主要与城市创新活动集聚与扩散过

程的阶段性特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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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空间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单元，也是近年来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创新活动分布的视角

来看，城市创新空间是创新活动产生和集聚的主要场所，其空间结构的合理与否对城市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而理解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特征则是优化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学术界针对创新与空间关系

的探讨可追溯至雅格布斯[1]提出的城市多样性促进城市创新的观点 1。此后，国外相关学者从创新的空间扩散[2]、创意阶层的空间

需求[3]、创新地理[4,5,6]等不同视角探讨了创新的空间属性。近年来，国内有关城市创新空间的研究方兴未艾，关注点主要包括创

新产业集群[7]、创新型经济空间特征与规划应对[8,9]、创新空间发展模式[10,11,12,13,14]、创新空间形态结构与生成机制[15,16,17]等。部分

研究探讨了上海[18]、杭州[19,20]、深圳[21]等城市的创新空间规划实践。部分研究则基于对北京[22]、上海[23]、杭州[24]等地的实证分析

探讨了典型城市的创新空间演变特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创新活动分布的视角出发，提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两维四

类”划分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方法，系统分析和比较我国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以期进一步丰富城市创

新空间的理论研究并为相关规划实践提供支撑。 

1 创新活动分布视角下的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类型划分 

基于创新活动分布的视角，本文将城市创新空间结构定义为分布于市域内部的、具有不同规模的创新活动集聚区之间以及

创新活动集聚区与离散分布的创新活动之间形成的一种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此处，创新活动集聚区是指在一定的连

续空间范围内形成的具有较高创新产出密度的区域，根据所集聚创新活动的不同规模，可进一步将其分为创新活动主集聚区（规

模最大的集聚区）和创新活动次集聚区（其他规模较小的集聚区）。 

基于上述定义并借鉴国内外近年来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25,26,27,28]，本文从“首位度”和“集中度”这两个维度对城市创

新空间结构进行刻画。其中：“首位度”由创新活动主集聚区所集聚的创新活动规模占创新活动集聚区（包括主集聚区和次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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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所集聚的创新活动总规模的比例进行表征，比例越高表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越高，反之亦然；“集中度”由创新活

动集聚区所集聚的创新活动规模占城市创新活动总规模的比例进行表征，比例越高表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集中度越高，反之

亦然。理论上讲，上述两个维度可以形成四种不同的城市创新空间结构，即高首位度—高集中度、高首位度—低集中度、低首位

度—高集中度、低首位度—低集中度（图 1）。 

 

图 1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两维四类” 

上述理论模型在具体应用中需要注意以下 3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两维四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先验性，创新能力较低的

城市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创新活动完全离散分布），因而无法从首位度这一维度刻画其创新空间结构；

其次，首位度与集中度均为相对概念，需要以具体的阈值作为分析和比较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基础；第三，首位度与集中度之间

无必然联系，例如，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具有较低首位度的城市也不一定具有较低的集中度。 

2 研究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数据 

专利数据是衡量创新活动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专利产出与创新活动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2[4,29,30]。由于

涵盖地址、年份等信息，近年来专利数据也开始被用于研究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与演变规律
[22,23,24]

。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

量表征城市创新活动，数据来源于《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知网版）》。由于大部分城市在 2010 年之前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较少，

本文选取该数据库收集的 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国内单位或个人申请的发明专利共约 416 万件。运用地址解析技术获取每一件

专利文本地址的经纬度，汇总后形成本文所用的专利电子地图集 3。 

2.2 城市创新活动集聚区的识别 

识别创新活动集聚区是测度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基础。已有研究主要以邮编区划或栅格作为统计专利数量的基本单元，通

过分析基本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来讨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
[22,23,24]

。上述方法较好地利用了专利的地址信息，但分析结果可能受基

本单元选择或划分方式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运用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DBSCAN），构

建了不通过划分基本单元，而直接针对专利点进行空间聚类分析的城市创新活动集聚区识别方法。与传统的层次聚类、k-means

聚类相比，DBSCAN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聚类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噪声点、识别具有任意形状的空间聚类，且无须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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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聚类数量，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的聚类方法之一[31,32]。DBSCAN 识别出的空间聚类也被称为簇群，是具有较高点密度的区域，

对应于本文所定义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基于 DBSCAN识别出的任一簇群必须满足：簇群内存在一个或多个核心点，使得簇群内的

其他点至少处于以某一个核心点为中心、一定距离为半径的邻域范围内，且核心点的邻域范围内所包含的点的数量不小于某一

给定阈值。不属于任一簇群的点被称为噪声点，对应于本文所定义的离散分布的创新活动。在聚类过程中，DBSCAN 将具有相同

地址的不同专利视为不同点，因此识别出来的部分簇群可能看似规模和范围较小，但不会影响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结果。 

利用 DBSCAN 识别创新活动集聚区的具体过程可通过 ArcGIS平台结合 Python语言编程实现，其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邻域半

径和其所包含专利数量的阈值。已有针对某一具体城市的研究往往借助 k-dist 图对不同组合的半径与阈值进行迭代试验以确定

最优组合[31,32,33]。本文借鉴 k-dist 图的思路，并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步骤确定半径和阈值的最优组合。首先，根据创新活动集聚的

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确定具有一定规划意义的邻域半径。过大的邻域半径意味着核心点与其邻域内的部分点距离较远，从而与

这部分创新群体的面对面交流机会较少，不利于形成有效集聚；过小的邻域半径则可能忽略了一些位于核心点邻域以外但能够

与核心点创新群体进行面对面交流的点。因此，在借鉴生活圈、工作圈等概念基础上，本文将邻域半径确定为3km，相当于 15min

的骑行距离或 30min 的步行距离。其次，统计2010年每个城市内每个专利点 3km 范围内所包含的专利数量，并将所有城市的统

计结果汇总后绘制成直方图。如图 2 所示，专利数量在 0—200 个以及 200—400 个这两个区间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事实上，

3km 范围内所包含专利数量小于 200 个的专利点占专利总量的62.3%。因此，为保证研究期内有尽可能多的城市能够被识别出创

新活动集聚区，也为确保创新活动集聚区具有一定规模，本文将 3km 范围内的专利数量阈值设置为 200个。 

需要强调的是，采用统一的参数组合识别创新活动集聚区是对不同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及对同一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前提，

但一些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可能因此而无法被识别出创新活动集聚区。当然，本文确定的参数组合也只能是在保证识别出的创

新活动集聚区满足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能够让尽可能多的城市被识别出创新活动集聚区。事实上，通过对全国所有地级及地级

以上城市的分析，最终也只有 94个城市被识别出在研究期内至少存在一个创新活动集聚区。图 3以上海市为例，分别展示了其

在 2010 年的专利点分布情况（左）和基于 DBSCAN聚类算法识别出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分布情况（右）。 

2.3 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 

结合前文关于创新活动集聚区的定义，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primacy ratio）与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计

算公式可表示为： 

 

式中：PR 和 CR 分别表示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与集中度，xi表示创新活动集聚区 i 所包含的专利数，xmax表示创新活

动主集聚区所包含的专利数，n表示创新活动集聚区的数量，total 表示城市总专利数。显然，PR和 CR 的值均介于 0和 1之间，

其值越高，说明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和集中度越高，反之亦然。 

3 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 

3.1 总体呈现出首位度下降但集中度上升的趋势 

从首位度与集中度两个指标的概括性统计特征看，我国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整体趋于下降但集中度趋于上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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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度的平均值从 2010 年的 0.806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0.673，中位数则从 1 下降到了 0.610；集中度的平均值从 2010 年的

0.597 上升到了 2016年的 0.697，中位数则从 0.624 上升到了0.730。这一演变趋势表明：一方面，我国城市创新活动正在从中

心向外围不断扩散，并在原来的创新活动主集聚区以外形成许多新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活动次集聚区；另一方面，我国城市

创新活动正在不断向集聚区内集中，离散分布的创新活动规模占城市创新活动总规模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图 2全国各城市每一个专利点 3km 范围所包含的专利数量分布直方图 

 

图 3上海市 2010 年的专利分布（左）和识别出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分布（右） 

注：(1)部分具有相同地址的专利在创新活动次集聚区内只显示为一个点，导致右图中部分创新活动次集聚区的规模看似较

小；(2)右图中用不同颜色的点以区分不同的创新活动次集聚区。 

3.2 三大类十七小类的演变模式 

基于前文提出的理论模型，以研究期内所有城市的首位度均值（0.722）与集中度均值（0.660）为阈值，划分出 4类城市创

新空间结构（图 4）。显然，低首位度—高集中度结构（第四象限）的城市数量增长最多，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城市创新空间结构

演变的总体趋势。通过分析每个城市的演变特征，可进一步概括出我国城市创新空间结构三大类十七小类的演变模式，具体分述

如下。 

第一大类包括 17个创新空间结构保持不变的城市，以低首位度—高集中度和高首位度—高集中度这两种结构为主，前者包

含上海、苏州、南京等 6个城市，后者包含西安、长沙、济南等 6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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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类包括 37 个创新空间结构变化的城市，主要以由高首位度—低集中度向低首位度—高集中度演变为主，包括宁波、

佛山、兰州等 13个城市。此外，武汉、合肥等 6个城市则经历了由高首位度—高集中度向低首位度—高集中度的演变过程，也

分别有 4个城市经历了由高首位度—低集中度向高首位度—高集中度（南宁、太原等）、低首位度—低集中度向低首位度—高集

中度（东莞、徐州等）、低首位度—高集中度向高首位度—高集中度的演变过程（深圳、北京等）。 

 

图 4 4 类城市创新空间结构在 2010 年（左）和 2016 年（右）的分布 

第三大类包括 40 个创新空间结构“新增”的城市。这些城市在 2010 年没有被识别出创新活动集聚区，故无法测度其首位

度。但至2016 年，东营等 15个城市呈现出高首位度—低集中度结构，嘉兴等 13个城市呈现出低首位度—低集中度结构，中山

等 10个城市呈现出低首位度—高集中度结构，泰州等 2个城市呈现出高首位度—高集中度结构。 

3.3 城市创新能力对不同演变模式的影响 

整体而言，我国城市创新空间结构所表现出的不同演变模式与城市创新能力所处的不同阶段有关。例如，就平均申请的发明

专利数量而言，创新空间结构保持不变的 17 个城市接近 5000 件，37 个创新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城市达到了近 3500 件，而 40

个创新空间结构“新增”的城市仅略多于 500 件。显然，大部分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保持了低首位度—高集中度的创新空间结

构（如上海、苏州、南京等）或经历了向低首位度—高集中度结构演变的过程（如武汉、宁波等），表明低首位度—高集中度可

能是城市在创新能力发展一定阶段后所形成的一种主要的创新空间结构。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城市创新能力形成初期，创新活动往往最先集聚在中心区，通过产生知识溢出、服务共享和高技能

劳动力匹配等规模经济逐渐形成创新活动集聚区，但这些集聚区的规模一般较小，从而呈现出高首位度—低集中度的创新空间

结构。例如，在创新空间结构“新增”的城市中，有 15个城市在 2016 年形成了高首位度—低集中度的创新空间结构，而这些城

市 2010 年的平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仅为 396件。从空间区位看，这些城市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大都位于中心区，如图 5所示的 2016

年唐山和东营的创新活动集聚区位置。 

随着城市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创新活动集聚区的规模不断扩大，若集聚所产生的规模不经济大于规模经济，创新活动则可

能会从城市中心区向边缘区扩散，出现创新活动的“去中心化”过程。这一过程的背后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政府规划的引

导。一方面，城市边缘区往往具有环境优美、地价低廉等中心区无法比拟的特点，对一些需要较大空间规模的创新型企业（如汽

车制造类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近年来在城市边缘区规划建设的大学城、科技园区等各类创新空间，为

创新活动从城市中心区向边缘区的扩散提供了新空间，这在部分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34]。 

然而，创新活动的“去中心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在边缘区形成新的创新活动集聚区，这也使得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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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更加复杂。例如，若创新活动仅零散分布于边缘区，则城市创新空间结构可能经历由高首位度—高集中度向高首位度—低集

中度的演变（如泰安和海口等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从所观察到的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变模式看，大部分创新活动在边缘区

形成了新的创新活动集聚区，出现了由高首位度—高集中度向低首位度—高集中度、高首位度—低集中度向低首位度—高集中

度这两种主要的演变模式。前者如武汉，创新活动集聚区的数量从 2010年的 2个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6个，首位度则从0.773 下

降到了 0.614，且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集中度。后者如宁波，创新活动集聚区的数量从 2010 年的 1个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7个，

首位度从 1下降到了 0.434，集中度则从 0.213显著上升到了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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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创新活动的“去中心化”过程也并不必然导致早期在中心区形成的创新活动集聚区的衰落。事实上，中心区具有浓厚

的创新氛围和完善的创新配套服务设施，特别能够吸引一些对空间规模需求较小的创新型企业（如互联网企业）。在此背景下，

创新活动主集聚区的范围和规模将不断扩大，从而再次提升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首位度。尽管这一趋势目前并不普遍，但一些创

新能力位于全国前列的城市已经呈现出这一演变模式（如深圳、北京、广州、杭州）。深圳是这一演变模式的典型代表，其在 2010

年有 6 个创新活动集聚区，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创新活动主集聚区吸纳了周边的 3 个创新活动次集聚区，形成了一个更大

范围的创新活动主集聚区，导致其 2016 年的创新活动集聚区数量下降至 3个，首位度则从 0.415上升到了 0.899（图 8）。 

 

4 结语 

城市创新空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是城乡规划学科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对城市创

新空间结构的测度方法与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是理解城市创新空间发展规律、指导城市创新空间规划实践的基础与前提。本文从

创新活动分布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理论划分模型与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全国94个城市的创新空间结构

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测度与分析。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的创新空间结构整体呈现出向低首位度和高集中度演变

的趋势，但对于创新能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而言，其创新活动的集聚与扩散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点，导致其创新空间结

构的演变模式又存在显著差异。 

当然，由于很多创新活动并不会产生专利，利用专利申请数据表征创新活动分布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也仅

是对我国城市的创新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的城市创新空间结构测度方法也需要随着数据类型的丰富而

不断完善。此外，对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相关基础理论的完善、形成与演变机制的量化分析等都将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金刚协助处理本文图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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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尽管熊彼特（Schumpeter）最早提出了“创新理论”，但“创新理论”起初只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主要用于解释经济增

长与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并未涉及创新的空间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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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专利数据表征创新活动的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创新活动都会以专利形式呈现。此外，专利申请人

的地址可能和创新活动实际发生的地址不一致。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但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专利数据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创新活动

的空间分布之间仍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3由于专利文本仅显示第一申请人地址，同时考虑到合作申请的专利在所有专利中的比例很低，故本文对于合作申请的专利

也按照第一申请人地址进行电子化。 


